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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已有研究关注政府行为过程中某一环节的数字化，但还未能解释政
府行为过程中不同环节数字化建设进展的差异。基于ＴＯＥ框架，论文对３１个省
级政府（不含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在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
管的数字化建设中，存在复杂性调节下的因素替代效应。首先，在从前到后三
个关键监管环节的数字化建设中，技术和组织因素的作用递减，环境因素的作
用递增，二者存在替代效应。其次，这一替代效应受到各监管环节数字化建设
事务复杂性的调节。该环节数字化建设的事务复杂性越高，它对技术和组织条
件的依赖就越大，因此技术和组织因素在其中的作用越大，环境压力能起的作
用就越小；反之亦然。论文把数字化政府研究的视野从政府行为的特定环节扩
展到了政府行为的整个过程，同时通过探索ＴＯＥ框架中各因素的组合互动效应及
其调节变量，扩展了这一理论框架。结果表明，应根据事务复杂性的高低，确定
具体的政府数字化建设实践主要是利用技术和组织因素还是利用环境因素来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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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化变革是现代政府适应数字时代复杂社会需求的主要方式（Ｈｏ，２００２；
宋锴业，２０２０），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同时，政
府数字化建设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约束（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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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娜娜，２０１９；谭海波等，２０１９；汤志伟、王研，２０２０），而且政府行为是个包
括不同环节的动态过程。这意味着，每个环节的数字化建设都可能是多方因素
复杂互动的结果。因此，要推进政府全过程的数字化建设，就需要研究政府行
为过程不同环节的数字化路径，了解技术、组织和环境等多方因素在其中的角
色差异。

然而，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行为过程的某个环节（政府网站或政务新
媒体建设），无法解释政府行为过程不同环节数字化建设进展的差异：同一地方
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数字化建设有的环节有进展，而有的环节没有进展；不同
地方政府推进的监管数字化建设的环节各不相同。① 本研究将食品安全监管视为
一个动态过程，基于ＴＯＥ框架（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对３１个省级政府（不含中国港澳台地区，下同）的食品安全监管数字化建设进
行定性比较分析，探究政府行为过程中不同环节数字化建设路径的差异。研究
发现，在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过程的三个关键环节的数字化建设中，存在复
杂性调节下技术和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间的替代效应。本研究把数字化政府研
究的视野从政府行为的某个环节扩展到了政府行为的整个过程。同时，通过探
索ＴＯＥ框架中各因素的组合互动效应及其调节变量，扩展了这一理论框架。结
果表明，应根据事务复杂性的高低，确定具体的政府数字化建设实践主要是利
用技术和组织因素还是利用环境因素来驱动。

二、文献回顾

数字化政府的概念经历了从ＩＴ政府、电子政府到数字政府或数字化政府的
演变（Ｓｕｎｄｂｅｒｇ，２０１９）。② 它是政府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特别是基于互联网
应用，为公民和企业提供更方便和高质量的政府信息和服务，并提供更多民主
机构和民主进程参与机会的方式（Ｆａｎｇ，２００２）。回顾信息系统、管理学和公共
行政等学科的英文主要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发现，政府数字化建设研究的
经典主题主要包括数字化政府的构成与应用、政府数字化建设的影响因素和效
应等（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中文期刊中的数字化政府研究也大致涵盖了相同的
主题（何艳玲、宋锴业，２０２１；黄晓星、丁少芬，２０２２；李琴、岳经纶，２０２１；
李晓园等，２０２２；孟天广，２０２１等）。

本研究是政府数字化建设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具体化，从属于政府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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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监管前期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设、监管中期的执法过程数字化记录和
监管后期的执法结果数字化公开的进展各异。

本文统一采用数字化政府或政府数字化的表述。



化建设的影响因素研究。① 该主题的经典研究采用创新扩散理论、群体理论、公
共产品理论、文化理论、微观政治舞台模型、技术接受模型、沟通模型和协作
视角等理论和模型，考察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对跨国或跨区域数字化政府建
设和扩散的影响（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地方政府网站和政
务新媒体建设，分为影响因素分析和组态分析两部分。

其中，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基于创新扩散理论（马亮，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ＴＯＥ框
架（汤志伟等，２０１９）、资源－环境视角（孙宗锋、郑跃平，２０２０）或它们的
整合视角（范梓腾等，２０１８；刘柳、马亮，２０１９），研究公民受教育水平、技术
能力、经济水平、上级压力、财政资源、公众需求等因素对省市政府的政府网
站或政务新媒体等建设的影响。虽然它们采用的理论视角有所不同，但它们选
取的自变量都属于技术、组织和环境这三方面的因素，并未超出经典研究中
ＴＯＥ框架的范畴（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影响因素分析可以告诉我们哪些因素对结果有影响以及每个因素的单独效
应，但不能告诉我们哪些因素是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与之不同，
组态分析更关注地方政府数字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充分条件的组合。几
个代表性的文献都以ＴＯＥ框架为基础，研究省级政府网站或数据平台建设的路
径。由于数据年份和变量选取的不同，它们得出的高水平政府网站或数据平台
建设的充分条件路径也有所差异。谭海波等（２０１９）得出了技术型、技术－平
衡型、组织－环境型和环境－平衡型四条路径，汤志伟和王研（２０２０）得出了
内外联动型、技术－组织型和组织－环境型三条路径，韩娜娜（２０１９）只得出
了组织型和组织－环境型两条路径。组态分析弥补了影响因素研究的不足，将
该主题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但与此同时，组态分析与影响因素分析都
聚焦于政府行为过程的特定环节，关注技术、组织和环境三方面因素的作用。
它们都忽视了政府行为是一个包括不同环节的动态过程，② 每个环节的数字化建
设所依赖的变量都可能不一样。

为什么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不同环节的数字化建设进展各不相同？已有
文献聚焦于政府行为过程的特定环节，无法解释政府行为过程不同环节数字化
建设进展的差异，更无法为政府数字化建设实践提供充分的知识基础。因此，
本文仍以ＴＯＥ框架为基础，基于食品安全监管数字化建设实践，研究政府行为
过程中不同环节数字化建设的充分条件组合路径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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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研究政府的数字化路径，既需要研究政府数字化建设的影响因素，也需要研究它的
充分条件组合。其中，影响因素是充分条件组合的基础，影响因素和充分条件组合都是政府
数字化路径的基本内容。

例如，公共服务供给是一个包括接收服务需求、生产服务和提供服务的过程。通过
政府网站这一“窗口”接收公众的服务需求，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简称ＱＣＡ）既关注单因素

的效应，又关注条件组态对案例结果的影响（Ｒａｇｉｎ ＆ Ｄａｖｅｙ，２０１６），便于探寻
导致案例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组合路径（Ｒａｇｉｎ，２０１０）。基于研究目的，本文
选择这一研究方法。本研究的三个结果变量均为二分变量，适用清晰集、模糊
集和多值集中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本文采用的数据分析软件是ｆｓＱＣＡ３ ０。

（二）案例选择
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案例选择要满足“最大相似”和“最大差异”的原则。

前者指所选案例性质的相似性，后者指所选案例变量取值的多样化（Ｒａｇｉｎ，
２００８）。本文以我国３１个省级政府为案例，充分考虑了制度环境的相似性和案
例变量取值的最大差异性。① 此外，在讨论政府网站或政务新媒体建设时，现有
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本级政府，并不囊括所辖的各级政府。与之不同，省级政府
的食品安全监管数字化建设，并不局限于本级政府，而是囊括辖区各级政府的
数字化变革。以省级政府为案例，可以系统考察全国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数
字化建设的整体情况及区域差异。

（三）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１ ． 结果变量
政府的数字化建设是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每个时期的建设重点

都不一样（Ｌａｙｎｅ ＆ Ｌｅｅ，２００１；宋锴业，２０２０）。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数字化建设
尚未达到各监管环节相互协同的高级阶段，而是处于探索不同监管环节各自的数
字化建设模式的起步阶段（刘鹏，２０２１；叶岚、王有强，２０１９ａ，２０１９ｂ）。食品安
全监管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特点，数字化建设的项目也各不相同。因此，
在设定结果变量之前，需要先确定本研究要考察的监管环节和相应的数字化建
设项目。本研究最终选定监管前期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设、监管中期的

·９４１·

复杂性调节下的因素替代效应：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数字化路径◆

① 案例选取本质上是集合运算，布尔代数运算。本研究的６个条件变量均处理成二分
变量，要穷尽所有可能的组合，最佳案例数是６４ （２的６次方）。但由于我国省级行政区数
量的限制，本文的研究案例达不到这个数量。所幸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反事实分析功能，可以
将案例中不存在但逻辑上可能存在的情形纳入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案例数量不足的影
响。感谢审稿人的建议！



执法过程数字化记录和监管后期的执法结果数字化公开。
三个关键环节及其数字化建设项目的筛选标准有三个：一是它们在全国范

围内有一定的普遍性。虽然各地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监管数字化建设
实践（刘鹏、钟晓，２０２１），但个别地方的特色实践难以进行全国性比较。二是
它们对改进食品安全监管具有重要意义。追溯平台建设可以为政府监管提供基
础数据，对解决信息不对称这一食品安全监管的关键难题至关重要。执法过程
的数字化记录和执法结果的数字化公开对于规范执法行为和震慑违法行为均有
重要意义。三是这三个环节的数字化建设区域进展各不相同，且三个环节的数
字化建设涉及的主体范围和需要处理的信息规模差别较大。这都为对比分析不
同环节数字化建设的进展及其路径提供了空间。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设是指建设集商品的产品信息、企业信息、生产
数据和检验数据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本研究以是否在相关公告中明确提出建
设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衡量该平台建设的进展情况，① 把在相关公告中明确提
出建设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的省份定义为追溯平台建设进展较快并赋值为１，
否则定义为追溯平台建设进展较慢并赋值为０。该变量的数据通过地方政府网
站、政府公告和搜索引擎搜集。

执法过程的数字化记录主要指食品安全执法使用电子设备进行全程数字化
记录。本研究以是否在相关公告中明确要求使用数字化方式记录执法过程衡量
执法过程数字化记录的进展情况，把在相关公告中明确要求使用数字化方式记
录执法过程的省份定义为执法过程数字化记录的进展较快并赋值为１，反之定义
为执法过程数字化记录的进展较慢并赋值为０。该变量的数据通过地方政府网
站、政府公告和搜索引擎搜集。

执法结果的数字化公开是指针对被处罚单位（人）、违法事实、处罚依据、
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等执法结果的网络公开。目前，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
网是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执法结果数字化公开的主要平台。该网于２０２０年１
月７日正式上线，是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探索“互联网＋市场监管”、进一步完善
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举措。它是目前最能反映各省级政府食
品安全执法结果公开情况的全国统一平台。因此，本研究以是否在该网站上传
行政处罚文书作为执法结果数字化公开的测量指标，把在该网上传信息的省份
定义为执法结果数字化公开程度高并赋值为１，反之定义为执法结果数字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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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每个监管环节的数字化建设都有一个从文件发布到落实的进阶过程，是否发布公告
无法呈现不同地方数字化建设进展的精确差异，但它是变革初期数字化建设进展的重要观察
指标。而且，这一指标满足客观、清晰和有区分度的要求。在数字化建设进展精确资料无法
获得的情况下，本研究采用了这一操作化方法。



程度低并赋值为０。研究团队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到１２月的三个月时间里，共三次
上线查询，发现数据稳健可靠。三个结果变量的数据搜集时间均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
月３１日。
２ ． 条件变量
现有文献主要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方面挖掘政府数字化建设的影响因素。

为便于与现有文献展开对话，本研究仍基于ＴＯＥ框架提出我国地方政府食品安
全监管数字化建设的条件变量。ＴＯＥ框架由托纳茨基（Ｔｏｒｎａｔｚｋｙ）和弗莱舍
（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提出（Ｔｏｒｎａｔｚｋｙ ＆ 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１９９０）。该框架最初被用于分析企业采
纳新技术的影响因素，后来被应用到公共组织领域，是基于技术应用情境提出
的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ＴＯＥ框架认为，组织对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受到技术、
组织和环境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ＴＯＥ框架，结合现有文献，本研究从技术、
组织和环境三个方面选取了食品安全监管数字化建设的六个条件变量（见表１）。

表１　 变量操作化及数据来源
变量分类 　 变量名 操作化 数据来源

结果变量

追溯平台
建设

是否公告建设食品安全信
息追溯平台

执法过程
数字化记录

是否公告要求使用数字化
方式记录执法过程

地方政府网站、政府公告、搜
索引擎

执法结果
数字化公开

执法结果是否上传到中国
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 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

条件变量

技术基础 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
力总体指数

《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
务服务能力（政务服务“好差
评”）调查评估报告（２０２０）》

配套建设 数字政府的制度体系和组
织机构评估指数 《２０２０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

技术人员 城镇单位信息技术从业人员／
城镇单位总从业人员

财力资源 一般预算支出／总人口数
国家统计局网站

市场规模压力 规模以上食品行业营业收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营收 各省统计年鉴（２０２０）

社会压力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数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２０２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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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因素主要包括技术基础和技术人员。良好的技术基础对组织开发和使
用电子商务至关重要（Ｄａｉ ＆ Ｋａｕｆｆｍａｎ，２００２；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ｍ ＆ Ｓｈａｗ，２００２）。同
样，已有技术基础越好，地方政府就越有可能推进食品安全监管的数字化建设。
此外，潜在可用的技术人员也有益于地方政府数字化技术水平的提升。《省级政
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政务服务“好差评”）调查评估报告（２０２０）》
通过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标准化处理，得出了省级政府网上政务
服务能力评估指数。本研究用该指数衡量各省级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数字化建设
的技术基础，把该指数大于或等于３１个省级政府均值的省份定义为技术基础较
好并赋值为１，反之视为技术基础较差并赋值为０，此为２０１９年的数据。本研
究以省级行政区城镇单位信息技术从业人员①占城镇单位总从业人员的比例作为
衡量技术人员充足程度的指标，把该指标数据大于或等于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均值
的省份定义为技术人员充足并赋值为１，反之视为技术人员不足并赋值为０。该
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为２０１９年的数据。

组织因素主要包括配套建设和财力资源。数字技术的应用需要完善的制度
体系，也需要权威、高效的组织机构，制度和组织配套建设是新技术被采纳的
重要保障。《２０２０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对省级政府数字化建设中的制度体
系和组织机构的建设情况分别进行评分，得到标准化处理后的评估指数。本研
究把制度体系和组织机构的评估指数加总作为配套建设的测量指标，把该指标
大于或等于３１个省级政府均值的省份定义为配套建设情况较好并赋值为１，反
之视为配套建设情况较差并赋值为０，此为２０１９年的数据。

组织创新有赖于财政资源的支持。可以预期，财政资源越丰富的地区，政
府的数字化水平就会越高。逻辑上，收入水平似乎是反映财政资源水平的最好
指标，但转移支付的存在和预算约束的不足，都弱化了财政收入对支出的约束
力（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５；周飞舟，２００６），使财政支出成为更能反映可用于支
持政府数字化变革的潜在财政资源状况的指标（谭海波等，２０１９；汤志伟、王
研，２０２０）。因此，本研究采用人均预算支出作为地方财政资源状况的测量指
标，把该指标大于或等于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均值的省份定义为财力资源充足并赋
值为１，反之视为财力资源不足并赋值为０。该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
站，为２０１９年的数据。

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压力和市场规模压力。食品安全事件爆发越频繁的
地区，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就越大。这一压力可能推动地方政府采用先进技术，
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绩效，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本研究用食源性疾病暴发
的事件数衡量这一社会压力，把该指标大于或等于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均值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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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定义为社会压力较大并赋值为１，反之视为社会压力较小并赋值为０。该变量的
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为２０１９年的数据。

食品产业市场规模庞大所导致的监管任务繁重是目前食品安全监管最主要
的困难。应用数字技术是提高地方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效率，应对这一市场规
模压力的有效手段。据此，食品相关行业的规模越大，地方政府越有可能重视
数字技术的采纳。本研究用地区规模以上食品行业①的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总营收的比重，衡量政府监管面临的市场规模压力，把这一指标大于或等
于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均值的省份定义为市场规模压力较大并赋值为１，反之视为
市场规模压力较小并赋值为０。该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各省２０２０年统计年鉴，为
２０１９年的数据。

四、不同监管环节数字化建设路径的定性比较分析

系统观察发现，３１个省级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中，三个关键环节的数字化
建设进展各不相同。其中，在三个监管环节的数字化建设上都取得进展的省级
政府有１１个，在一个或两个监管环节的数字化建设上取得进展的省级政府有１６
个，三个监管环节的数字化建设进展都比较慢的省级政府有４个。接下来，我
们对三个监管环节的数字化建设路径进行定性比较分析。

（一）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
本部分进行单个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必要性检验，这一检验的主要参数

是一致性指标。如果一致性指标大于０ ９，则该条件变量可能是结果变量的必要
条件（Ｒａｇｉｎ ＆ Ｄａｖｅｙ，２０１６）。由表２可知，所有单变量的一致性指标均未超过
０ ９，说明所有单变量均不构成食品安全监管中三个环节数字化建设的必要条
件，各条件变量对结果的影响可能通过组合方式呈现。

表２　 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变量
追溯平台建设 执法过程数字化记录 执法结果数字化公开

一致性覆盖率（％） 一致性覆盖率（％） 一致性覆盖率（％）
技术基础较好 ０ ５９ ０ ８３ ０ ５２ ０ ９２ ０ ５０ ０ ８３

技术基础较差 ０ ４１ ０ ３７ ０ ４８ ０ ５３ ０ ５０ ０ ５３

技术人员充足 ０ ５３ ０ ８２ ０ ４８ ０ ９１ ０ ４５ ０ ８２

技术人员不足 ０ ４７ ０ ４０ ０ ５２ ０ ５５ ０ ５５ ０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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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变量
追溯平台建设 执法过程数字化记录 执法结果数字化公开

一致性覆盖率（％） 一致性覆盖率（％） 一致性覆盖率（％）
配套建设较好 ０ ７１ ０ ７１ ０ ６７ ０ ８２ ０ ７０ ０ ８２

配套建设较差 ０ ２９ ０ ３６ ０ ３３ ０ ５０ ０ ３０ ０ ４３

财力资源充足 ０ １８ ０ ３３ ０ ２４ ０ ５６ ０ １５ ０ ３３

财力资源不足 ０ ８２ ０ ６４ ０ ７６ ０ ７３ ０ ８５ ０ ７７

社会压力较大 ０ １８ ０ ５０ ０ ２４ ０ ８３ ０ ２５ ０ ８３

社会压力较小 ０ ８２ ０ ５６ ０ ７６ ０ ６４ ０ ７５ ０ ６０

市场规模压力较大 ０ ３５ ０ ４３ ０ ４３ ０ ６４ ０ ５０ ０ ７１

市场规模压力较小 ０ ６５ ０ ６５ ０ ５７ ０ ７１ ０ ５０ ０ ５９

资料来源：根据ｆｓＱＣＡ３ ０软件的分析结果整理。

（二）监管前期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设的实现路径
本部分对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的建设情况和六个条件变量之间的关系进

行定性比较分析（见表３）。借鉴经典文献，本研究以区分条件组态中的核心条
件与边缘条件的方式呈现了分析结果（Ｆｉｓｓ ＆ Ｒａｇｉｎ，２００８）。① 相较于核心条
件，边缘条件对于结果的作用较小，所以本研究在后续分析中重点考虑核心条
件的分布。同时，本研究呈现的结果均以随机删除个案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
检验。

表３　 监管前期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设的组态分析结果

技术主导型 技术－组织型 组织－环境型
条件变量 路径１ 路径２ 路径３ 路径４
技术基础 ●

技术人员 ● ● ●

配套建设 ● ●

财力资源 ●

条件变量 路径１ 路径２ 路径３ 路径４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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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核心条件是在ＱＣＡ分析的“简单解”和“中间解”中都出现的条件变量，边缘条件
是出现在“中间解”而没有出现在“简单解”中的条件变量。

（续上表）



技术主导型 技术－组织型 组织－环境型
社会压力 ●

市场规模压力 ● ● ●

原始覆盖率（％） ０ １２ ０ １８ ０ １２ ０ １２

唯一覆盖率（％）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１２

一致性 １ １ １ １

解的覆盖率（％） ０ ８８

解的一致性 １

注：在本文的分析结果中，大圆表示“核心条件”，小圆表示“边缘条件”。
资料来源：根据ｆｓＱＣＡ３ ０软件的分析结果整理。

根据核心条件的分布，表３中的充分条件组合路径可以分为三类：路径１以
技术基础和技术人员为核心条件，以市场规模压力为边缘条件，构成技术主导
型路径；路径２以技术人员和财力资源为核心条件，路径３以技术人员和配套
建设为核心条件，以市场规模压力为边缘条件，这两条路径都以技术因素和组
织因素为核心条件，本文把它们统一命名为技术－组织型路径；路径４以配套
建设和社会压力为核心条件，以市场规模压力为边缘条件，构成组织－环境
型路径。

据此，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设共有三类四条充分条件路径：技术主导
型（１条）、技术－组织型（２条）和组织－环境型（１条）。其中，环境因素仅
是一条路径的核心条件（路径４），而技术因素和组织因素分别是三条路径的核
心条件（分别为路径１到路径３和路径２到路径４）。综合分析发现，技术和组
织因素是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设的主导因素，而环境因素的作用较小。

（三）监管中期执法过程数字化记录的实现路径
对执法过程数字化记录的充分条件组合路径进行同样的分析（见表４）。根

据核心条件的分布，表４中的充分条件组合路径可以分为三类：路径１以技术
基础和技术人员为核心条件，构成技术主导型路径；路径２以技术人员和配套
建设为核心条件，构成技术－组织型路径，路径３以财力资源和社会压力为核
心条件，以市场规模压力为边缘条件；路径４以配套建设和社会压力为核心条
件，以市场规模压力为边缘条件，这两条路径都以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作为核
心条件，构成组织－环境型路径。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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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监管中期执法过程数字化记录的组态分析结果

技术主导型 技术－组织型 组织－环境型
条件变量 路径１ 路径２ 路径３ 路径４
技术基础 ●

技术人员 ● ●

配套建设 ● ●

财力资源 ●

社会压力 ● ●

市场规模压力 ● ●

原始覆盖率（％）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０５ ０ １９

唯一覆盖率（％）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１４

一致性 １ １ １ １

解的覆盖率（％） ０ ７６

解的一致性 １

资料来源：根据ｆｓＱＣＡ３ ０软件的分析结果整理。

据此，食品安全监管的执法过程数字化记录共有三类四条充分条件路径：
技术主导型（１条）、技术－组织型（１条）和组织－环境型（２条）。与食品安
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设相比，环境因素作为核心条件之一的路径由一条上升为两
条（路径３和路径４）；虽然组织因素作为核心条件之一的路径仍是三条（路径
２、路径３和路径４），但技术因素作为核心条件的路径由三条降为两条（路径１
和路径２），而且以技术因素和组织因素作为核心条件的路径由两条降为一条
（路径２）。与追溯平台建设相比，在执法过程的数字化记录中，技术和组织因
素仍是主要驱动因素，但其作用有所下降，同时，环境因素的作用开始凸显。

（四）监管后期执法结果数字化公开的实现路径
对执法结果数字化公开的充分条件组合路径的分析结果见表５。根据核心条

件的分布，表５中的充分条件组合路径可以分为三类：路径１和路径２都以社会
压力和市场规模压力为核心条件，后者辅之以技术基础为边缘条件，本研究把
这两条路径统一命名为环境主导型路径；路径３以配套建设和市场规模压力作
为核心条件，构成组织－环境型路径；路径４以技术基础和社会压力为核心条
件，辅之以技术人员为边缘条件，构成技术－环境型路径。

·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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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监管后期执法结果数字化公开的组态分析结果
环境主导型 组织－环境型 技术－环境型

条件变量 路径１ 路径２ 路径３ 路径４
技术基础 ● ●
技术人员 ●

配套建设 ●
财力资源
社会压力 ● ● ●

市场规模压力 ● ● ●
原始覆盖率（％） ０ ２５ ０ １０ ０ ３０ ０ １０

唯一覆盖率（％） ０ ０５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一致性 １ １ １ １

解的覆盖率（％） ０ ９０

解的一致性 １

资料来源：根据ｆｓＱＣＡ３ ０软件的分析结果整理。

据此，执法结果数字化公开共有三类四条充分条件路径：环境主导型（２
条）、组织－环境型（１条）和技术－环境型（１条）。其中，环境因素构成了
所有路径的核心条件，而且有两条路径的核心条件完全由环境因素构成（路径１
和路径２），而技术因素和组织因素分别只是一条路径的核心条件（分别为路径
４和路径３）。与前两个环节的数字化建设相比，在执法结果的数字化公开中，
技术和组织因素的作用大幅降低，而环境因素则上升为主要驱动因素，这说明
执法结果的数字化公开主要由外部环境压力驱动。

（五）“三环节全覆盖”的数字化建设实现路径
为呈现三个监管环节的数字化建设都取得进展的充分条件组合路径，本研

究把结果变量设为“三环节全覆盖”，把三个环节的数字化建设都有进展的省份
视为“是”并赋值为１，否则视为“否”并赋值为０，分析结果见表６。

根据核心条件的分布，监管“三环节全覆盖”的充分条件组合路径可以分
为三类：路径１以技术基础、技术人员和市场规模压力为核心条件，构成技
术－环境型路径；路径２以技术人员和财力资源为核心条件，构成技术－组织
型路径；路径３以配套建设和社会压力为核心条件，以市场规模压力为边缘条
件，构成组织－环境型路径。

据此，食品安全监管中，“三环节全覆盖”的数字化建设共有三类充分条件

·７５１·

复杂性调节下的因素替代效应：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数字化路径◆



组合路径：技术－环境型（１条）、技术－组织型（１条）和组织－环境型（１
条）。三条路径都由技术、组织和环境中两方面因素的组合作为核心条件，任意
一个方面的因素都不足以单独驱动“三环节全覆盖”的数字化建设。这样的路
径与每个监管环节的数字化建设路径都不同，说明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不同环
节的数字化建设不能被视为一个整体，在数字化研究中，区分政府行为过程的
不同环节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表６　 “三环节全覆盖”数字化建设的组态分析结果
技术－环境型 技术－组织型 组织－环境型

条件变量 路径１ 路径２ 路径３
技术基础 ●
技术人员 ● ●
配套建设 ●
财力资源 ●
社会压力 ●

市场规模压力 ● ●

原始覆盖率（％） ０ １８ ０ ２７ ０ １８

唯一覆盖率（％） ０ ０９ ０ ２７ ０ １８

一致性 １ １ １

解的覆盖率（％） ０ ７２

解的一致性 １

资料来源：根据ｆｓＱＣＡ３ ０软件的分析结果整理。

五、进一步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发现，技术和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在食品安全监管三个关键
环节的数字化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存在差异。首先，在从前到后三个环节的数字
化建设中，技术和组织因素的作用递减，环境因素的作用递增，两组因素间存
在角色替代效应。①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设主要由技术和组织因素驱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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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发现是在充分条件组合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充分条件的各个组合都可以驱动
结果的发生，是所谓的“殊途同归”。在此前提下，构成这些充分条件组合的两组因素之间
必然存在角色替代关系。当然，由于各环节数字化建设所需的资源或条件的量级差异巨大，
不同环节的数字化建设中两组因素作用的一增一减并不构成等量替代的关系，而只是两组因
素间互相的角色替代。感谢审稿人的建议！



境因素的作用较小；执法过程的数字化记录仍主要由技术和组织因素驱动，但
其作用有所下降，同时环境因素的作用开始凸显；执法结果的数字化公开主要
由环境因素驱动，技术和组织因素的作用较小。

其次，这一替代效应受到数字化建设事务复杂性的调节。已有研究认为，
事务复杂性是反映政府数字化建设进展和难度的重要指标（Ｌａｙｎｅ ＆ Ｌｅｅ，
２００１）。进一步分析本文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数字化建设的事务复杂性还调节了
技术和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在政府行为过程不同环节的数字化建设中所起的作
用。食品安全监管中数字化建设的事务复杂性主要由数字化建设需要协调的主
体范围和搜集处理的信息规模两个方面构成，决定了数字化建设对技术和组织
因素的依赖程度，进而影响技术和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所起的作用。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设主要是对执法对象行为的规范。它需要协调政
府和所有商家之间的关系，涉及的主体数量最多；还需要搜集处理数以亿计商
品的产品信息、企业信息、生产信息和检验信息等，信息规模非常庞大。如果
没有很好的技术条件和充足的组织制度支持，这一平台建设就无法完成。在三
个环节的数字化建设中，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设的事务复杂性最高，对技
术和组织条件的依赖最大。因此，在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设中，技术和组
织因素是主要驱动因素，环境因素的作用较小。

执法过程的数字化记录主要是对政府自身执法行为的规范，也可以震慑潜
在违法行为。政府执法过程只针对部分商家和部分商品，虽然也涉及政府和商
家间的协调，但需要协调的主体范围和需要搜集处理的信息规模都比追溯平台
建设小得多。相对于追溯平台建设，执法过程数字化记录的事务复杂性较低，
对技术和组织条件的依赖也较小。因此，在执法过程的数字化记录中，技术和
组织因素仍是主要驱动因素，但其作用有所下降，同时环境因素的作用开始
凸显。

执法结果的数字化公开也有助于规范执法和震慑潜在违法行为。它属于政
府信息公开的范畴，只涉及政府内部的协调，而且执法文书的网络公开需要处
理的信息规模也比较小。相较而言，它的事务复杂性远小于前两个环节，对技
术和组织条件的依赖最小。因此，在执法结果的数字化公开中，技术和组织因
素的作用较小，环境因素是主要驱动因素，该环节的数字化建设是政府对外部
环境压力的回应。

可见，在三个关键监管环节的数字化建设中，技术和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
间存在替代效应，这一替代效应受到事务复杂性的调节。该环节数字化建设的
事务复杂性越高，它对技术和组织条件的依赖就越大，因此技术和组织因素在
其中的作用就越大，环境压力能起的作用就越小；反之，该环节数字化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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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复杂性越低，它对技术和组织条件的依赖就越小，因此技术和组织因素在
其中的作用就越小，环境压力能起的作用就越大。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在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过程的三个关键环节的数字化建设
中，存在复杂性调节下技术和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间的替代效应。这可以解释
本文观察到的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中，不同环节的数字化建设进展各不相同
的现象。由于各环节数字化建设的事务复杂性不同，同一地方所具备的技术和
组织条件与环境条件，可能只有助于推进特定环节的数字化，而无助于其他环
节的数字化。同样，不同地方具备的技术和组织条件与环境条件不同，它们各
自推进的数字化建设环节就会有所差异。

如果脱离具体情境来看，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的角色相对明确。技术因
素是政府数字化建设的前提条件，没有相应的技术条件，政府的数字化建设就
无从谈起；组织因素是政府数字化建设的关键，政府数字化建设最终要通过组
织制度条件来实现；环境因素是政府数字化建设的诱因，在技术条件具备的情
况下，它可能驱动政府积极创造组织条件来进行数字化建设。然而，具体到某
个领域政府行为中特定环节的数字化建设，技术、组织和环境三方面因素的作
用需要进一步分析。本研究表明，应该根据事务复杂性的高低来确定某一领域
特定环节政府数字化建设的实现路径。当数字化建设的事务复杂性高时，主要
利用技术和组织因素驱动该领域、环节的数字化建设；当数字化建设的事务复
杂性低时，则主要利用环境因素驱动。

除了政策含义外，本研究也对数字化政府研究和ＴＯＥ框架有所贡献。
首先，本研究拓展了数字化政府的研究空间。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行

为过程特定环节，未能刻画政府行为过程不同环节数字化建设的整体图景。本
研究采用“政府行为过程”的视角，把政府数字化建设研究的视野从政府行为
的某个节点扩展到政府行为的整个过程。研究视角的转换，可以大大拓展这一
主题的研究空间。

其次，本研究进一步扩展了ＴＯＥ框架。基于ＴＯＥ框架的现有研究大多致力
于探寻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在政府数字化建设中的作用，是对该框架的直接
运用。本研究发现，在食品安全监管过程的不同环节的数字化建设中，存在事
务复杂性调节下的因素替代效应。数字化建设事务复杂性这一调节变量的发现，
厘清了技术和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间替代效应的前提条件和具体情境，使本文
的研究发现具备了一般化的可能。也就是说，在食品安全监管的其他环节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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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监管之外的其他领域的政府数字化建设中，事务复杂性同样可能对技术
和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之间的替代效应起调节作用。通过探索ＴＯＥ框架中两组
因素的组合互动效应及其调节变量，本研究扩展了这一基础性框架。

需要指出的是，食品安全监管各环节的数字化建设事务复杂性具有显著差
异，这为本研究挖掘政府行为过程中不同环节的数字化建设路径提供了机会。
但作为一项初步研究，本文只考察了食品安全监管的三个关键环节的数字化建
设，本文观察到的技术和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间的替代效应，也只是这三方面
因素组合互动效应中的一种，它们之间更丰富的组合互动效应及其逻辑仍待进
一步探索。基于食品安全监管这一特殊领域得出的结论，也仍需在不同情境下
进一步考察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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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调节下的因素替代效应：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数字化路径◆


